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舆论压力能促进企业绿色创新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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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作为环境污染的主要源头，企业环境行为备受舆论关注．本文探讨舆论压力能否促使企业采取绿色创
新战略，并基于制度逻辑视角，考察环境监管和市场竞争的调节作用．基于中国百强上市公司 2008—2014 年数
据，运用广义估计方程( GEE) 方法，研究发现舆论压力能显著促进企业绿色创新，环境监管对这一关系具有正
向调节效应，市场竞争的调节效应不显著．因此，应继续发挥公众和媒体监督对企业绿色创新的促进作用，并通
过加强环境监管促使舆论压力更好地推动企业绿化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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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几十年来，中国的环境状况因经济高速增长而日益恶化．空气污染、水污染、土壤盐碱化和人为自
然灾害不仅给中国带来严重的经济损失，而且还加剧了社会矛盾并危害公众健康［1］．企业的生产经营活
动被认为是造成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的主要原因之一［2］．在信息披露日益透明和社交媒体日益发达的背
景下，发生环境事故的公司更容易受到媒体舆论关注，进而遭受客户抵制、社会谴责和政府惩罚，严重威
胁企业的生存和发展［3］．舆论压力迫使企业高度重视环境问题，进而采取绿色创新战略．然而，仅有少数
研究探讨了舆论压力对企业环境行为的影响，如 Tang和 Tang发现舆论压力对企业的污染行为有直接治
理作用，政府倾向于基于官方媒体报道采取行动［4］．
绿色创新针对产品、服务、过程或管理系统的改进，能帮助组织减少环境污染和实现环境发展可持续

性［5］．现有企业绿色创新动因和边界条件的研究探讨了各种外部因素 ( 如政府环境规制、消费者绿色需
求、行业竞争压力等) 以及内部因素( 如技术能力、企业盈利能力、高管环保意识等) ［6-9］．少有研究从议程
设置理论视角探讨舆论压力对企业绿色创新的影响，更少有研究从制度理论角度综合考虑政府逻辑和市

场逻辑视角探讨这一关系的边界效应［10］．因此，当前文献对企业绿色创新原因和条件的研究尚未充分［11］．
本文借鉴制度理论和绿色创新等文献，探讨舆论压力能否推动企业绿色创新，并基于制度逻辑视角

考察环境监管和市场竞争的调节作用．以中国百强上市公司 2008—2014 年数据为样本，研究发现，舆论
压力促进企业绿色创新，环境监管对这一关系具有正向调节作用，市场竞争的调节效应不显著．
本文主要贡献如下．①基于舆论压力视角研究了企业绿色创新的动因．以往外部动因视角的文献主

要从环境规制或消费者需求等方面来研究绿色创新，很少有从舆论压力的视角来研究绿色创新的动因．
社交媒体的日益发达扩大了舆论压力对企业环保行为的影响，对这一视角的探索丰富和完善了企业绿色

创新动因的研究．②基于制度视角探讨了舆论压力促进绿色创新的边界条件．本文综合探讨了中国转型
过程中政府逻辑和市场逻辑对舆论压力与企业绿色创新关系的调节作用，有助于理解舆论压力促进绿色

创新的边界条件，也有助于检验西方理论的普遍适用性［12］．

1 文献综述和理论假设
1. 1 企业绿色创新动因研究综述
国内外对绿色创新动因的研究［13-14］主要包括利益相关者理论、制度理论和资源基础观等视角［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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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1. 1 利益相关者理论视角 利益相关者理论认为，包括政府、竞争对手、供应商、客户、员工、股东和行
业协会等在内的利益相关者会影响企业绿色创新行为［16］． Albino等［17］认为政府干预直接促进绿色创新;
Cai和 Zhou［8］、Doran和 Ryan［6］发现竞争对手参与绿色创新时，会驱使企业绿色创新; Lin等［18］发现供应
商会捍卫自己的绿色形象，对绿色创新起关键作用; Albino 等［17］发现客户、非政府组织、其他公司和研究
型大学对绿色创新有显著影响; Przychodzen 和 Przychodzen ［7］进一步发现环境足迹、行业密度和市场竞争
也是绿色创新的动因．此外，Tang和 Tang［4］、沈洪涛和冯杰［19］、王云等［20］发现舆论压力促进绿色创新．
1. 1. 2 制度理论视角 制度理论认为，企业趋向于遵守一定的规则和制度，以确保其合法性、商誉和生
存发展［21］．绿色创新在短期内难以获利，制度理论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了企业在面对短期亏损时仍选择绿
色创新的动因［11］． Berrone等［11］发现制度性压力能促进绿色创新． Horbach 等［22］、王云等［20］发现环境法
规会影响企业绿色创新． Demirel和 Kesidou［23］、毕克新等［24］发现环境规制是影响企业绿色创新的主要因
素． Zhu等［25］发现强制性制度、规范性制度和模仿性制度压力影响绿色创新，王云等［20］发现直接性规制
和经济性规制也影响绿色创新，Zhu等［26］进一步发现国际制度影响绿色创新．
1. 1. 3 资源基础观视角 资源基础观认为，稀缺的、有价值的、不可替代的和不可模仿的关键资源( 包括
有形资源、无形资源和人力资源等) 能使企业建立竞争优势．由于绿色创新能够获取这种关键资源，形成
技术壁垒，进而建立竞争优势［27］，因此基础资源也被认为是企业绿色创新的动因之一． 有形资源方面，
Przychodzen和 Przychodzen［7］发现企业规模和盈利能力影响绿色创新．无形资源方面，Pacheco［28］等发现
绿色创新导向的战略认知、产品和工艺设计方法与技术咨询等 23 项因素影响绿色创新; Rennings［29］发现
绿色形象影响绿色创新; Chiarvesio等［30］发现文化影响绿色创新; Cuerva 等［31］发现技术能力可促进绿色
创新，尤其是绿色技术［32］; Frondel等［33］发现环境管理系统( environmental management system，EMS) 促进
绿色创新．人力资源方面，Cainelli等 ［9］发现员工培训促进绿色创新，Peng 和 Liu［34］发现管理者、领导者
和监督者影响绿色创新．
综上所述，目前研究绿色创新动因的文章较多，但较少有研究从议程设置理论视角探讨舆论压力对企

业绿色创新的影响，更少有研究从制度理论角度综合考虑政府和市场逻辑视角探讨这一关系的边界效应［10］．
1. 2 舆论压力与企业绿色创新
议程设置理论认为，媒体舆论若关注某方面的问题，给公众提供信息和安排一系列相关议题，就能左

右公众舆论．具体而言，媒体舆论对某事物和意见的强调程度赋予各类议题不同程度的重要性含义，影响
大众判断该事物的重要程度［35］．其主要通过 3 种方式发挥作用:①媒体通过报道与否影响公众对议题的
感知;②通过对某议题的突出报道影响公众的关注度; ③通过安排各类议题的优先次序影响公众对议题
的重要性排序 . 3 种方式效果依次加强，影响力度依次加大．在利益驱动下，媒体会选择吸引公众眼球的
新闻进行报道．
随着物质和精神生活的丰富，人们的绿色环保意识不断增强，会对企业污染行为相关的新闻产生兴

趣．和正面信息相比，公众更容易接受负面信息，也更容易凭借负面信息作出判断和回应．在利益驱动下，
媒体舆论倾向于报道企业的环境违规新闻或者以负面的态度去报道新闻，以吸引公众的眼球．公众通过
负面消息可以更好地了解企业环境违规行为，对企业的绿色声誉与价值产生质疑，采取游行抗议、举报和
网络传播等相关行为维护绿色环境［36］，引发舆论压力，迫使企业主动关注且进行绿色创新［37］．
合法性理论认为［21］，在一个由秩序和规范构成的社会系统中，企业的经营活动要符合社会道德和规

范．企业若遵守社会规范和道德，则能得到公众的认可，获取或增加合法性，反之，则会降低或丧失合法
性．因此，合法性的关键在于舆论对企业的认可．随着环保意识的增强，利益相关者为了维护绿色环境，可
以通过官方渠道( 如政府、环保协会等) 和非官方渠道( 如媒体、工会等) ，运用正式手段( 如政府监管等)
或非正式手段( 如道德规范、舆论监督等) ，驱使企业加大绿色创新投资力度以得到利益相关者的正面评
价，获取或增强合法性［20］．
舆论关注是一把双刃剑，正面的舆论关注可以使企业增加合法性，负面的舆论关注却会导致企业降

低或丧失合法性地位［38］．随着环保问题成为国家和社会关注的焦点，企业的绿色投资建设已成为其获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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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法性的一项硬指标．为塑造绿色环保的良好形象，企业会选择绿色创新，以得到社会大众在绿色环保层
面的认可，获取或增强企业合法性．另一方面，投资者也开始将上市公司的绿色投资信息作为投资参考，
当企业环境违规行为被媒体舆论披露，会影响企业的绿色商誉，投资者也会对违规企业做出负面评价而

放弃投资，特别是发生重大环境污染事故的企业通常会遭受政府的惩罚举措( 如罚款、赔偿和诉讼等) ，
直接导致投资者担忧企业的获利能力和经营前景，严重影响企业的合法性地位和市场价值．随着大众对
环境保护的关注程度加大，企业开始意识到环境违规的最大代价是因合法性的损失而丧失市场竞争能

力．因此，在获取和增加合法性的目标下，企业承受的舆论负面关注越多，舆论压力越大，其最有效的手段
就是加大绿色创新投资力度，即舆论压力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企业绿色创新行为［20］．基于此，本文提出
以下假设．

H1 舆论压力与企业绿色创新行为正相关．
1. 3 环境监管和市场竞争的调节效应
舆论压力对企业绿色创新的影响可能取决于企业所处的制度环境．根据制度理论［21］，在转型经济国

家，政府和市场是企业面临的重要制度因素［39］，所以本文研究这 2 个要素的调节效应．考虑到政府逻辑
主要表现为政府环境监管，市场逻辑主要表现为市场竞争，本文基于制度理论视角考察环境监管和市场

竞争在舆论压力对企业绿色创新中的调节效应．
1. 3. 1 环境监管的调节效应 在新兴市场发展和转型时期，政府控制着大量企业所需的关键性资源，并
利用市场宏观调控和监管等方式进行资源配置，因此舆论治理机制极其依赖于政府治理机制［40］．中国正
处于改革和转型之中，舆论监督机制并不十分完善，政府监管等因素会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媒体治理机

制［41］．媒体舆论报道的负面信息会影响环境监管机构的决策和行为，提高政府干涉和调查违规的机率，
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舆论的监督治理作用［42］．媒体对企业环保信息的负面报道增加了大众对该企业的
负面舆论关注，引发了舆论压力，增加了环境监管机构的关注概率．环境监管部门受监管资源有限性和信
息不对性的限制，大多数环境违规企业未被发现，逃脱政府惩罚而逍遥法外．媒体舆论通过揭发企业环境
污染不良行为，提升环境监管机构的信息对称性，引起环境监管部门关注，增加了企业的经济风险、政治
风险和法律风险．为了规避这些风险，企业通常主动加大绿色投资的力度［11］．因此，舆论对企业绿色创新
的环境治理作用很大程度上受到政府环境监管影响．
合法性理论认为，企业通过加大绿色创新方面的投资，可以提高政府满意度，获取或增强“合法性”

地位，更容易获得市场竞争优势( 如政府税收减免和放宽银行贷款条件等有利政策) ［43］．一旦企业环境违
规行为被媒体舆论揭发，相比政府环境监管较弱的地区，环境监管强的地区企业受到政府关注的可能性

更大，大幅度地降低政府的满意度，削弱企业的市场竞争能力．相反，若该地区政府更重视经济发展而相
对忽视环境保护，则政府环境监管较弱，即使媒体舆论报道了企业环境违规行为，考虑地区的经济发展，

地方政府也不会处罚违规企业，不会降低企业的市场竞争力，则企业丧失绿色创新的动力［44］．
因此，在政府环境监管较强的情境下，如果企业被媒体舆论揭发，一方面影响企业的绿色商誉和市场

价值，增加市场压力; 另一方面，增强环境监管部门信息对称性，提高企业受处罚的可能性，增加监管压

力［19］．企业环境违规所承担的罚金、税费和风险会超过绿色投资，此时最有效的手段就是进行绿色创
新［45］．因此，政府监管会增加企业对舆论压力的敏感性，使得舆论压力更好地发挥对企业绿色创新的促
进作用［19］．基于此，本文提出以下假设．

H2 环境监管越严，舆论压力对企业绿色创新的促进作用越强．
1. 3. 2 市场竞争的调节效应 资源依赖理论认为，市场竞争是企业在一个市场中影响其他企业生存的
程度．随着市场竞争的加剧，企业往往会发现自己面临更多的复杂性，尤其是稀缺资源的可用性进一步下
降，企业更加依赖于利益相关者［46］．利益相关者理论认为，投资者倾向于投资合法性强的企业，降低投资
风险，而舆论的关注是企业取得合法性的重要途径［38］．企业加大绿色创新投资力度，塑造良好的绿色企
业形象，赢得媒体大众的绿色商誉和合法性［47］，获取外部性资源，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下建立优势．因此，
在市场竞争的压力下，舆论压力能更好地促进企业绿色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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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竞争激烈的市场中，企业环境违规行为也可能会被竞争对手、媒体披露和放大，这会在声誉和利润
方面造成不可预测的损失［48］．企业通过绿色创新减少环境违规行为，减缓舆论压力，获取利益相关方的
支持．相反，在竞争较弱的经营市场中，已经建立了完善的交互规则和规范体系［49］，企业既可以处理棘手
的问题，也可以在没有新资源投入的情况下快速发展．因此，即使面临舆论压力，企业绿色创新的行为动
机仍将不明显．基于此，本文提出假设．

H3 市场竞争越激烈，舆论压力对企业绿色创新的促进作用越强．

2 研究设计
2. 1 样本选择及数据来源
本文收集了 2008—2014 年中国上市公司市值 100 强企业的数据．自 2008 年开始是由于从 2007 年起

我国开始高度重视可持续发展与生态文明建设，批准了武汉和长株潭为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社会

( “两型社会”) 建设国家级试验区; 2014 年是本研究开始时所能获得的最新数据．进一步对样本按照如下
标准进行了筛选:剔除 B股和 H股共计 47 个观测值;剔除 ST企业、上市时间小于 1 年、终止上市企业共
计 14 个观测值;剔除对环境影响不大的观测值 195 个，其中包括金融行业 131 个观测值、旅游行业 10 个
观测值以及地产行业 54 个观测值［50］; 剔除数据缺失的 74 个观测值． 最终得到来自 131 家上市公司的
370 个样本观测值．样本不均等地分布在多个行业中( 如交通运输、金属矿产、医药化学造等) ，其中以煤
炭开采洗选业样本最多，共 31 个;化学原料及化学制品制造业最少，共 8 个．
本文数据来源于以下途径:①企业的绿色创新数据来源于佰腾专利网( Baiten) ，根据表征绿色专利

的 12 个关键词( 如环保、低碳等) 进行手工收集和整理;②舆论压力数据来自中国知网“重要报纸全文数
据库”各上市企业的相关报道，通过手工收集和整理得到积极报道数、中性报道数和消极报道数，并根据
J-F系数公式得到最终数据; ③环境监管数据有两个来源，一个是公众环境研究中心( http: / /www． ipe．
org． cn / ) 所披露的城市污染源监管信息公开指数( PITI) ，另一个是中国统计年鉴所披露的二氧化硫去除
率指标;④其余变量( 包括调节变量市场竞争和控制变量) 数据均来源于国泰安数据库( CSMAR) ．
2. 2 变量的操作性定义
2. 2. 1 因变量 相关研究采用环保 R＆D 投入［51］、产品生态标签认证［18］、绿色专利［11］等对绿色创新进
行测度．考虑中国情境下数据的可获取性，本文借鉴 Berrone等［11］和 Li等［12］的研究采用绿色专利作为绿
色创新的测度指标．本文从佰腾专利网检索各上市公司发明专利授权量，利用“绿色”“低碳”“环保”“节
能”“减排”“清洁”“循环”“节约”“可持续”“生态”“环境保护”“环境污染”等 12 个关键词对以上发明专
利进行筛选，从而得到企业的绿色创新数据．考虑部分样本绿色专利数为 0，而另一些样本有大量专利，
本文进行对数化处理，采用 ln( 1 +绿色发明专利申请数) 滞后一期数对绿色创新水平进行测度，并用滞
后两年的数据进行稳健性检验．
2. 2. 2 自变量 媒体报道反映并引导顾客、投资者、社区居民、行业协会、社会公众等利益相关者对企业
环境表现的认知评价，因而能较好地反映企业所面临的舆论压力水平．学术界普遍采用媒体覆盖性报道
对舆论压力水平进行度量［52］，因此本文将其作为舆论压力的测度指标．本文从中国知网“重要报纸全文
数据库”导出各上市企业的相关报道，采用内容分析法对媒体报道进行编码( 中立、积极、消极) ，并依据
Janis-Fadner系数计算舆论压力水平［52］．

J-F系数从 － 1 到 1 取值，企业环境报道正面评价数量越多，其值越趋向于 1，企业受到的舆论压力就
越小;报道负面评价数量越多，其值越趋向于 － 1，企业受到的舆论压力就越大．为保持方向一致性，本文
用( 1-J-F系数) 表示舆论压力．

J-F系数 =

e2 － ec
t2

e ＞ c

0 e = c

－ ec － e2

t2











 e ＜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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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e为积极报道数，c为消极报道数，t为消极、积极报道数之和．
2. 2. 3 调节变量 ①环境监管．城市污染源监管信息公开指数( PITI) 是针对环保部门信息公开状况的
评价系统．其主要评价内容包含向公众公开信息、污染处理工作和城市污染源监管等，涉及 113 个环保重
点城市，能很好体现当地政府对环境监管力度．若城市环境信息公开越透明、监管越严，指数得分越高，总
分为 100．因此，本文采用 PITI指数作为衡量环境监管的指标［52］．同时采用二氧化硫( SO2 ) 去除率进行稳

健性检验．②市场竞争．根据 Tang 等［49］研究，本文用行业前四大企业的当年销售总额占全行业销售总额
的比率( CR4 ) 测度市场竞争性水平

［53］，其值越大，表示前四大企业的集中度越高，市场竞争性越低．为保
持方向一致性，本文用 － CR4 作为市场竞争的测度指标．
2. 2. 4 控制变量 ①本文引入环境层面的控制变量，包括企业所在地区、行业类型．相比欠发达地区企
业而言，经济发达地区企业更倾向于进行绿色创新，因此，本文引入了一个哑变量，把位于东部地区的企

业赋值为 1，否则为 0［52］．此外，由于环境敏感性企业会受到更严格的监管而更加积极地进行绿色创新，
当企业属于环境敏感性行业时，行业哑变量取值为 1，否则为 0［54］．②本文引入企业层面的控制变量，主
要包括企业规模、企业绩效以及企业成长性．规模越大的企业面对着更多的来自政府、媒体、公众等的监
管压力，这使得它们不会轻易采取环境违规行为，也会更关注企业绿色创新．本文采用 Ln( 企业总资产)
来表示企业规模［55］．企业绩效会影响企业的绿色创新水平［56］，本文采用“资产收益率”( ROA) 来衡量企
业绩效．绿色创新水平也受公司发展速度的影响，发展速度较快的企业更倾向于进行企业绿色创新，采用
成长性比率( 年主营业务收入增长率) 衡量公司发展速度［52］．③本文引入公司治理层面的控制变量，包括
企业所有权性质、独立董事比例．一般而言，国有企业可以获得政府更多的支持并受到其更严格的管制，
因此更倾向于进行绿色创新．当为国有企业时，所有权性质哑变量为 1，否则为 0［57］．独立董事通过监管
经理人的行为维护公司整体利益、保护股东合法权益，同时要求经理人持续真实有效地披露企业社会责任
信息，进而推动公司进行绿色创新．本文采用独立董事人数占总董事人数的比例对独董比例进行测度［52］．
2. 3 描述性统计和相关分析
表 1 是描述性统计和变量间相关关系的结果．从表 1 可以看出，企业绿色创新水平的均值为 0. 833，

最小值为 0，最大值为 2. 967，表明中国企业绿色创新的水平不高且参差不齐． 舆论压力水平的均值为
0. 275，反映出媒体对企业绿色创新监管力度不强． 环境监管的均值为 46. 976，极小值为 8. 3，极大值为
83. 8，表明我国区域间环境监管水平差异较大．所有变量的相关系数均小于 0. 6，表明模型的多重共线性
在可接受的范围内．相关性分析显示，舆论压力与绿色创新的 Pearson系数为 0. 136( p ＜ 0. 01) ，方向和显
著性与本文假设基本一致，这初步表明本文所构建的回归模型是合理的．

表 1 描述性统计和相关性分析
Tab. 1 Descripitives and correlation analysis

变量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 绿色创新 1. 000
2． 舆论压力 0. 136＊＊＊ 1. 000
3． 环境监管 0. 173＊＊＊ － 0. 130＊＊ 1. 000
4． 市场竞争 0. 094* － 0. 056 0 － 0. 102* 1. 000
5． 所有权性质 － 0. 108＊＊ － 0. 044 0 0. 003 － 0. 247＊＊＊ 1. 000
6． 行业类型 0. 189＊＊＊ 0. 125＊＊ － 0. 119＊＊ 0. 076 0. 066 1. 000
7． 企业地区 0. 213＊＊＊ － 0. 088* 0. 526＊＊＊ － 0. 198＊＊＊ 0. 129＊＊ － 0. 196＊＊＊ 1. 000
8． 企业规模 0. 510＊＊＊ 0 0. 279＊＊＊ － 0. 278＊＊＊ 0. 206＊＊＊ － 0. 003 0. 313＊＊＊ 1. 000
9． 独董比例 0. 001 － 0. 054 0 0. 024 0 － 0. 107＊＊ 0. 073 0. 021 － 0. 025 0. 107＊＊ 1. 000
10． 企业成长性 － 0. 052 0 － 0. 071 0 0. 136＊＊＊ － 0. 100* 0. 039 － 0. 100* 0. 088* － 0. 031 0. 144＊＊＊ 1. 000
11． 企业绩效 － 0. 199＊＊＊ 0. 034 － 0. 250＊＊＊ 0. 065 － 0. 041 0. 133＊＊ － 0. 300＊＊＊ － 0. 293＊＊＊ － 0. 028 － 0. 044 1. 000
最小值 0. 000 0. 000 8. 300 － 0. 909 0. 000 9. 110 0. 125 0. 000 － 0. 221 0. 000 － 2. 683
最大值 2. 967 1. 764 83. 800 0. 000 1. 000 12. 381 0. 714 1. 000 0. 464 1. 000 6. 245
均值 0. 833 0. 275 46. 976 － 0. 415 0. 676 10. 708 0. 381 0. 784 0. 084 0. 857 0. 135
标准差 0. 815 0. 319 17. 739 0. 290 0. 469 0. 559 0. 070 0. 412 0. 083 0. 351 0. 546

注: ＊＊＊p ＜ 0. 01，＊＊p ＜ 0. 05，* p ＜ 0. 10，下表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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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实证分析
3. 1 多元回归分析
广义估计方程( GEE) 方法经常被用来分析非平衡面板或重复测量数据［12］．基于本研究的非平衡面

板数据特征，采用广义估计方程方法进行假设检验．检验结果如表 2 所示．

表 2 广义估计方程检验结果
Tab. 2 Test results of GEE

变量 模型 1 模型 2 模型 3 模型 4

企业所有权性质 － 0． 558＊＊＊ ( 0． 000) － 0． 546＊＊＊ ( 0． 000) － 0． 482＊＊＊ ( 0． 000) － 0． 461＊＊＊ ( 0． 000)
行业类型 0． 398＊＊＊ ( 0． 000) 0． 380＊＊＊ ( 0． 000) 0． 339＊＊＊ ( 0． 000) 0． 341＊＊＊ ( 0． 000)
企业地区 0． 161＊＊ ( 0． 036) 0． 170＊＊ ( 0． 026) 0． 235＊＊＊ ( 0． 005) 0． 243＊＊＊ ( 0． 003)
企业规模 0． 716＊＊＊ ( 0． 000) 0． 712＊＊＊ ( 0． 000) 0． 769＊＊＊ ( 0． 000) 0． 761＊＊＊ ( 0． 000)
独董比例 － 0． 404( 0． 395) － 0． 357( 0． 451) － 0． 090( 0． 846) － 0． 091( 0． 845)
企业成长性 0． 020( 0． 739) 0． 024( 0． 679) 0． 051( 0． 384) 0． 045( 0． 435)
企业绩效 － 0． 440( 0． 289) － 0． 440( 0． 287) － 0． 336( 0． 406) － 0． 340( 0． 397)
舆论压力 0． 198* ( 0． 051) 0． 209＊＊ ( 0． 037) 0． 032( 0． 826)
环境监管 － 0． 001( 0． 487) － 0． 002( 0． 412)
市场竞争 0． 454＊＊＊ ( 0． 000) 0． 451＊＊＊ ( 0． 000)
舆论压力 ×环境监管 0． 010* ( 0． 056)
舆论压力 ×市场竞争 0． 419( 0． 203)
常数项 － 6． 706＊＊＊ ( 0． 000) － 6． 738＊＊＊ ( 0． 000) － 7． 271＊＊＊ ( 0． 000) － 7． 364＊＊＊ ( 0． 000)
Wald Chi2 208． 3 214． 4 245． 4 254． 9

注:括号中为 p值，下表同

模型 1 反映了控制变量与因变量 ( 绿色创新) 之间的关系，本文发现行业类型 ( β = 0. 398，p ＜
0. 01) 、企业地区( β = 0. 161，p ＜ 0. 05) 、公司规模( β = 0. 716，p ＜ 0. 01) 与绿色创新显著正相关，这说
明污染行业的企业由于其特殊的生产经营环境，对社会造成的影响更大，更容易成为媒体跟踪的焦点，从

而越注意绿色创新水平的提升．同时，经济越发达地区的企业更倾向于绿色创新; 规模越大的企业，拥有
越多的资源，越容易受到公众的关注，从而越有能力和压力进行绿色创新．
模型 2 引入舆论压力这一自变量，结果显示，舆论压力与企业绿色创新显著正相关 ( β = 0. 198，

p ＜ 0. 01) ，说明企业面对舆论监督压力越大，越倾向于进行绿色创新以规避经济风险( 罚款、消费者拒绝
购买、供应商拒绝合作等) 及舆论风险( 社区居民反对、媒体对环境丑闻进行报导等) ．因此，H1得到支持．
模型 3 引入了环境监管和市场竞争两个调节变量．模型 4 在模型 3 的基础上引入了调节变量与自变

量的交叉项．为避免多重共线性的问题，对交叉项进行了中心化处理．结果显示，环境监管强化了舆论压
力与企业绿色创新之间的关系( β = 0. 010，p ＜ 0. 1) ，市场竞争的调节效应不显著( β = 0. 419，p ＞ 0. 1) ．
因此，H2 得到验证，而 H3 没有得到支持．
3. 2 稳健性检验
运用更换变量和增加滞后期的方式对模型结果的稳健性进行检验．用 SO2 去除率代替 PITI 指数作

为环境监管的测度指标;用 Ln( 1 － CR4t /CR4t － 1 ) 替代 － CR4作为市场竞争的测度指标，用滞后两年的绿色

发明专利申请数来计算绿色创新，表 3 为模型的稳健性检验，研究表明实证检验结果稳健．

表 3 稳健性检验结果
Tab. 3 Results of robustness test

变量 模型 1 模型 2 模型 3 模型 4

企业所有权性质 － 1． 045＊＊＊ ( 0． 006) － 1． 047＊＊＊ ( 0． 007) － 0． 870＊＊ ( 0． 032) － 0． 816＊＊ ( 0． 045)
行业类型 1． 914＊＊＊ ( 0． 000) 1． 875＊＊＊ ( 0． 000) 1． 864＊＊＊ ( 0． 000) 1． 894＊＊＊ ( 0． 000)
企业地区 0． 395( 0． 155) 0． 452( 0． 110) 0． 477( 0． 116) 0． 543* ( 0． 0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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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 表

变量 模型 1 模型 2 模型 3 模型 4

企业规模 1． 418＊＊＊ ( 0． 000) 1． 435＊＊＊ ( 0． 000) 1． 515＊＊＊ ( 0． 000) 1． 551＊＊＊ ( 0． 000)
独董比例 1． 114( 0． 560) 1． 276( 0． 511) 2． 254( 0． 271) 2． 066( 0． 317)
企业成长性 － 0． 007( 0． 973) 0． 023( 0． 915) 0． 112( 0． 617) 0． 140( 0． 533)
企业绩效 － 2． 150( 0． 161) － 2． 276( 0． 143) － 2． 940* ( 0． 069) － 2． 574( 0． 118)
舆论压力 1． 020＊＊ ( 0． 013) 1． 313＊＊＊ ( 0． 002) － 0． 286( 0． 780)
环境监管 1． 007( 0． 362) 0． 978( 0． 392)
市场竞争 0． 321＊＊＊ ( 0． 001) 0． 319＊＊＊ ( 0． 001)
舆论压力 ×环境监管 6． 609* ( 0． 062)
舆论压力 ×市场竞争 0． 244( 0． 381)
常数项 － 15． 705＊＊＊ ( 0． 000) － 16． 224＊＊＊ ( 0． 000) － 18． 381＊＊＊ ( 0． 000) － 17． 983＊＊＊ ( 0． 000)
Wald Chi2 60． 54 63． 05 70． 83 72． 56

3. 3 内生性分析
企业的绿色创新行为属于企业战略行为，受企业自身特质的影响( 如企业绩效、规模和所有权性质

等) ，容易产生自选择偏差问题．倾向得分匹配法( PSM) 是解决自选择偏差问题的重要方法之一，因此可
以通过 PSM方法修正该内生性问题［58］．其根据倾向得分匹配出与实验组相似的对照组，降低了样本选择
偏误和混杂偏移而导致的问题［59］．
本文以有无舆论压力为标准，将总体样本分为两大类:①处理组，根据舆论压力的定义，当 J-F 系数

不等于 1 时，企业面临一定的舆论压力，记为 1;②控制组，当 J-F系数等于 1 时，企业将无舆论压力，记为
0．其他匹配变量为:政府监管、市场竞争、企业绩效、企业规模、企业所有权性质、企业地区、行业类型．上
述所选择的匹配变量均一定程度上影响企业的绿色创新和舆论压力．本文采用近邻 1 对 10 匹配方法进
行处理组和控制组的匹配，同时也利用了 Logit模型估计倾向得分，并根据平均处理效应 ATT来评估舆论
压力对企业绿色创新的影响．
3. 3. 1 配对效果检验 表 4 是对本文关键变量匹配前后的平衡性检验． Rosenbaum 和 Rubin 认为，若匹
配之后样本变量标准偏差绝对值不大于 20%，则说明变量匹配符合标准，其匹配估计结果合理［59］．由表
4 可知，本文样本匹配后的标准偏差绝对值都小于 10%，这说明样本匹配符合相关要求．

表 4 配对效果检验
Tab. 4 Matching effect test

变量 样本
平均值

处理组 控制组
标准偏差 /%

政府监管 匹配前 46. 549 50. 143 － 20. 5
匹配后 46. 537 45. 331 6. 9

市场竞争 匹配前 0. 311 0. 438 － 9. 3
匹配后 0. 422 0. 454 － 2. 3

企业所有权性 匹配前 0. 840 0. 922 － 25. 4
匹配后 0. 875 0. 861 4. 4

行业类型 匹配前 0. 805 0. 688 26. 9
匹配后 0. 782 0. 775 1. 7

企业地区 匹配前 0. 681 0. 675 1. 2
匹配后 0. 665 0. 635 6. 4

企业规模 匹配前 10. 754 10. 532 42. 7
匹配后 10. 670 10. 635 6. 7

企业成长性 匹配前 0. 107 0. 219 － 16. 1
匹配后 0. 108 0. 084 3. 5

企业绩效 匹配前 0. 081 0. 094 － 15. 4
匹配后 0. 083 0. 086 － 3.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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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3. 2 处理效应估计 表 5 报告的结果包含 ATT、ATU 和 ATE 的标准误以及三者的显著性程度．平均
处理效应 ATT正向显著( β = 0. 375) ．表明在控制了其他影响因素后，有舆论压力企业的绿色创新水平相
较于无舆论压力企业平均高出 0. 375，这表明舆论压力能促进企业的绿色创新．

表 5 舆论压力对企业绿色创新的 ATT效应
Tab． 5 ATT effect between media pressure and enterprise green innovation

变量 样本 系数 标准误 z p ＞ | z |
95%置信区间

下限 上限

绿色创新 ATT 0. 375 0. 074 5. 04 0. 000 0. 229 0. 521
ATU 0. 300 0. 075 4. 00 0. 000 0. 153 0. 447
ATE 0. 357 0. 069 5. 18 0. 000 0. 222 0. 492

4 研究结论与展望
4. 1 研究结论
本文围绕舆论压力能否促进企业绿色创新这一问题，从制度逻辑视角考察环境监管和市场竞争的调

节效应．以 2008—2014 年的中国前 100 强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研究发现:舆论监督力度越大，企业进行
绿色创新的积极性越高;环境监管对舆论压力与企业绿色创新之间关系的调节作用正向显著，而市场竞

争对这一关系的调节作用不显著．本文主要结论如下．
1) 舆论压力与企业绿色创新显著正相关，符合议程设置理论的观点［4］．在舆论压力的作用下，绿色
创新能帮助企业构建良好的商誉、满足利益相关者的环境需求、展示合法性以获得投资者信任，从而可以
降低舆论压力和维护企业整体利益，因此企业倾向于进行更多的绿色创新投资．

2) 环境监管对舆论压力与绿色创新之间的关系有显著的正向调节作用，符合合法性理论［21］的观
点．在环境监管较强的情况下，媒体曝光可能很快就会带来政府处罚，因此企业会对舆论压力更加敏感．
由于企业绿色创新能减少环境违规行为，获取合法性，降低舆论压力，因此环境监管和舆论压力的交互能

更好地促使企业进行绿色创新投资．
3) 市场竞争对舆论压力与企业绿色创新之间关系的调节作用不显著．理论上，如果负面舆论压力较
强时，市场竞争度较高，竞争对手可以从“绿色”事件出发形成超越企业的产品竞争力或声誉竞争力( 如
推出绿色产品、强化绿色广告营销等) ．因而，当市场竞争度较高时，企业对各类竞争焦点( 包括绿色问题
发生) 都会很敏感，会及时响应和处理舆论压力，从而降低自身声誉的潜在风险和不利．然而，中国的实际
情况可能削弱市场竞争的影响:尽管消费者对环境敏感性和监督舆论的意识越来越强，但大部分消费者

购买决策的关键影响因素还是性价比．企业要想生产物廉价美的产品，很大程度上要削减各类成本，而环
保投入需要大量资金，因此在竞争激烈的市场中，企业为了保证价格上的竞争力，偏向选择削减环保支出

而忽略舆论压力．这一结果也符合绿色创新“双重正外部性”的特征［60］，即绿色创新不仅能产生知识溢出
效应，更能降低污染产生环境保护效应．这两种正外部效应的存在，导致企业绿色投资意愿不足，市场竞
争这只“无形之手”可能失去作用甚至助长污染行为，因此需要政府环境监管来弥补市场失灵的缺陷．
4. 2 建议与启示
为发挥舆论压力提升企业绿色创新水平的作用，提高环境监管对绿色创新产生积极影响，本文有如

下建议．①舆论监督对企业绿色创新有积极影响，应不断完善公众、消费者、社区居民等在环境监督方面
的参与机制，丰富舆论监督手段，充分发挥媒体舆论监督作用，并且由于媒体新闻报道对企业的舆论监督

作用的发挥主要源自负面报道，但在本文样本的相关新闻报道中，正面报道占比 58. 7%，负面报道仅占
5. 8%，说明现有媒体倾向于对企业进行正面报道，应促进媒体在环保监督方面的负面报道．②借助环境
监管的力量使舆论压力更好地推动企业绿色创新，完善政府职能，强化环保法律法规等命令—控制型规
制手段的执行，完善排污权交易、减排补贴等市场型环境规制机制，并提倡将环境绩效纳入地方官员政绩
考核指标，通过提升环境监管压力推动企业更深入地开展绿色创新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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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3 研究局限及展望
本文研究了舆论压力对企业绿色创新的影响并且考察了制度变量的调节作用，但对于绿色创新动因

的研究仍存在争议，有待进一步研究舆论监督、环境监管和市场竞争三者之中到底哪个是主要影响因素
及其更具体的作用机制．另外，本文样本基于中国前百强上市公司，实证结果适用于新兴经济体的大型企
业，但不一定适用于中小企业和发达国家，未来的研究可扩大样本范围，涵盖和比较不同国家与不同规模

的企业，增强研究结论的说服力和推广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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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n the Media Pressure Foster Corporate Green Innov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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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Business School，Central South University，Changsha 410083，China;
2． Collaborative Innovation Center of Resource-conserving ＆ Environment-friendly

Society and Ecological Civilization，Changsha 410083，China)

Abstract: As the main source of environmental pollution，Firms are increasingly criticized by the media for their envi-
ronmental misconducts． It explored whether media pressure encouraged companies to adopt green innovation strategies，
and discussed the moderating effects of environmental regulation and market competition based on institutional logics．
With the sample of Chinas top 100 listed companies from 2008 to 2014，and generalized estimated equation ( GEE)
method，the results show that media pressure can significantly promote green innovation，and environmental regulation
has a positive moderating effect on this relationship，while the moderating effect of market competition is not significant．
Therefore，the public and media should continue to play the role in promoting corporate green innovation，environmental
supervision should also be strengthened to better foster corporate green innovation out of media pressure．
Keywords: media pressure; green innovation; institutional logic; environmental regulation; market competi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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